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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和东南亚地区安全进程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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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湾和东南亚同为“次地区安全复合体”，各自的地区环境都面

临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政体多元、民族国家形成相对晚近、域外大国渗透严

重等特点。 冷战期间，海湾和东南亚地区国家政局动荡。 冷战后，东南亚

建立了以东盟为基本架构的安全机制，并朝着构建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方向

迈进；海湾地区安全进程却停滞在冲突形态。 本文基于对上述两个不同地

区安全进程的比较，提出地区经济发展形态是导致两个地区安全进程不同

的主要变量。 从因果机制来看，地区经济发展形态直接造成地区国家间的

联系程度和军费水平的差异，并影响地区意识形态竞争态势和域外大国渗

透模式，最终导致地区安全进程沿着不同路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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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冷战后两极格局的终结使地区安全的主体性得到提升，地区安全共同体研究的

重要性凸显。 由于地区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安全共同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欧美国家

的“专利”。 西方的学者曾提出形成安全共同体的三大要素：地区内较高的经济发展

水平，共享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建立持久的、普遍的、有约束力的制度。① 冷战结束

后，非西方地区安全进程出现分化，在以上前提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东盟和南锥

共同市场都形成了各自的安全机制，并在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上取得了显著进

展。 情况类似的海湾地区却仍深陷敌对和对抗之中。 伊拉克的混乱、海合会国家与

伊朗的猜忌和对抗②、地区内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卡塔尔断交事件，都表明海湾地

区仍停留在传统的地区安全生态中，地区安全进程严重滞后。
本文选取海湾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安全进程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

考虑：第一，海湾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具备相似的初始安全环境，主要表现为冷战期间

敌对和战争是两个地区主要的特征；第二，域外大国以“渗透”方式影响海湾与东南

亚地区安全进程；第三，海湾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具备宗教意识形态冲突、经济发展

水平各异、秉持非西方价值观以及长期受西方强权影响等相似的特点。 此外，海湾

和东南亚地区是天然的“次地区安全复合体”（ ｓｕｂ⁃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③地区内国家普遍高

度关注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动向，将大部分安全资源集中在本地区国家相互关系

中，④这使得海湾和东南亚在次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层面具备比较基础。

海湾国家 东南亚国家　 　
　 冲突形态 安全机制 地区安全共同体　 　 　 　 　 　

→

图 １　 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安全进程演进图

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部特性沿着从冲突形态到安全机制再到安全共同体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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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变动①（见图 １），这一变动过程体现为分阶段的“地区安全进程”。 独立后的海湾

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初始安全形态均表现为“冲突形态”。 然而，初始安全条件相似的

两个地区在安全进程中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东南亚在冷战后逐渐形成“地区

安全机制”，而海湾国家仍深陷严重对立之中。 本文拟从理论层面对这一现象进行

解释。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建构

（一） 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对于为何海湾国家安全进程滞后而东南亚国家却逐渐向安全共同体推进的问

题，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类观点从海湾国家自身特点出发，认为海湾国家作

为一个次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缺陷造成彼此间的安全困境，部分学者以分析海湾国家

为基础与其他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另一类观点从东南亚国家的特点出发，认为独

特的“东盟方式”是东南亚安全进程得以积极推进的原因。
１． 基于海湾自身特点的解释

学界对于海湾地区安全进程迟滞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首先，基于教派冲突的

解释认为，海湾地区错综复杂的宗教关系为教派间的对立提供了条件。 伊朗对其他

国家什叶派的资助，沙特对逊尼派进行支持，两国基于教派政治的对立，加剧了地区

紧张局势。② 其次，基于国内体制安全（Ｒｅｇ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解释认为，海湾国家相互

间对抗的行为源自维护国内体制安全的需要。 海湾国家国内体制安全问题常常容

易被国际化，一国的制度弱点往往被邻国加以利用以扩张自身影响力。 这种体制安

全之争导致了彼此的对立，如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沙特推广萨拉菲主义、伊拉克

入侵科威特等行为，或是威胁到别国国内的体制安全，或是为了消解本国的制度危

机。③ 最后，基于石油及其派生冲突的解释认为，石油为海湾地区带来了巨额财富，
海湾国家间的领土争端背后常常隐含着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如伊朗和巴林的岛屿争

·８８·

①
②

③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Ｏｌｅ Ｗａｅ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 ６３．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Ｌｏｕëｒ，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１ － ５７；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Ｌｏｕë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ｓ：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Ｋｕｗａｉｔ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 Ｐｏｔｔｅｒ， ｅｄ．，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Ｃ． Ｈｕｒｓｔ ＆ Ｃｏ．，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２１－１２５； Ａｄｉｂ 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６， ｐ． ２３．

Ｆ．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Ｇ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０； Ａｒｓｈｉｎ Ａｄｉｂ⁃Ｍｏｇｈａｄｄａ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６， ｐ． ２３， １２５； ［黎］穆罕默德·赛义德·伊德里斯：《阿拉伯湾的地区秩序》 （阿拉伯

文），贝鲁特：阿拉伯统一中心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９２－１９６、２１２－２１８ 页； ［黎］阿卜杜·哈利格·阿卜杜拉：《海湾地

区秩序》（阿拉伯文），贝鲁特：大学研究、出版和发行机构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３６－１３８ 页。



海湾和东南亚地区安全进程的比较分析


端、沙特和科威特的岛屿争端、沙特和巴林（油田）以及伊朗同卡塔尔（气田）的离岸

边界争端等。 这类观点认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入侵伊拉克都离不开石油的

因素。①

以上几种观点对海湾地区安全进程滞后作出了解释，但也存在明显不足。 上述

解释或强调常量的影响，不能对具体的冲突或战争作出解释；或强调具体的差异和

威胁，难以把握海湾地区安全进程的演进路径。 因此，构建一个整合各类要素的比

较分析框架有助于重新认识和分析海湾地区与东南亚的差异。
索林根（Ｅｔｅｌ Ｓｏｌｉｎｇｅｎ）通过对中东地区和东亚地区的比较研究，强调中东“内

向”的政治生存模式是导致该地区深陷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原因。 他提出了影响两个

地区政治生存模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的两个供给条件和三个催化条件，两个供给条

件是“国际权力、国际市场、国际制度”和“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三个催化条件是对

经济危机的反应、可获得的国内伙伴和地区影响②。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地区的

国家在国际市场体系中面临的机会与限制大致相同，霸权国（国际权力）强加的经济

模式也往往被拒绝，如朴正熙时期的韩国和纳赛尔时期的埃及。 在自然资源禀赋

上，海湾国家的富油型经济（ｏｉｌ⁃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与东南亚则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三个催化条件不同的情况下，由于缺乏丰富的石油资源、进口替代产业的既得利

益集团不强、日本模式在地区的扩散，东亚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才会放弃进口替代战

略。 海湾国家富油型经济，进口替代部门强大的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地区内进口替代

战略的盛行则阻碍了竞争性产业的发展。
索林根的比较更加全面，也更具解释力。 不足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将中东与

东亚两个“巨大的”地区安全复合体进行比较，可比性受到质疑。 索林根自己也认

为，对中东和东南亚进行比较在很多方面比对中东和东亚的比较更容易。③ 其次，
索林根对不同政治生存模式如何影响地区冲突与合作的因果机制也缺乏深入的

研究。
２． 基于东南亚自身特点的解释

关于东南亚在地区安全进程上取得的进展，许多学者将其归功于独特的

“东盟方式（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 ” 。 他们认为，与欧洲不同，东南亚并不是建立在一

系列复杂的制度网络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松散的价值、利益与规则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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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① 对“东盟方式”的主要内涵，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②、贝拉米（Ａｌｅｘ
Ｂｅｌｌａｍｙ）③和尤根·哈克（Ｊüｒｇｅｎ Ｈäｃｋｅ）④等学者都有所阐述，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

四点：不使用武力和和平解决争端，地区自治与地区问题地区解决，不干涉、非军事

条约，以及双边防务合作偏好。 “东盟方式”涉及的规范通常是松散的、非正式的，东
盟能够弥合国家差异也正是因为它是相对非正式的，东盟的对话仍然是非结构化的

且缺乏正式的议程。⑤ 在他们看来，“东盟方式”是使东盟不同于其他第三世界次地

区安全复合体的主要原因。
这种解释也有明显的不足。 首先，“东盟方式”的独特性受到质疑。 有学者认

为，亚洲安全的走向取决于亚洲的互动而不是它们本来就比其他地区在安全上更倾

向于合作。⑥ “东盟方式”的主要内涵、规范，如“不干涉”、“不介入”与“和平解决争

端”等很早就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章程中出现，说明这些规范并不为东南亚所

独有。 其次，有学者对“不干涉”的内涵进行研究，通过经验事实来检验“不干涉”原
则在东盟的适用情况，发现东南亚国家也经常卷入到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中，从缅

甸、东帝汶到柬埔寨的冲突，都有东盟或东盟国家的干涉。⑦

（二） 地区经济发展形态与地区安全进程的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地区经济发展形态是导致两大地区安全进程不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并且应从因果机制和建构关系的角度同时理解地区安全进程。 从因果机制来看，地
区经济发展形态直接造成地区国家间联系程度和军费水平的不同，也影响到地区内

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和域外大国渗透的模式。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形态影响下形成不

同的国家互动，塑造了有利或不利的“学习”和“社会化”环境。 从社会建构关系来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Ｋｅｉｔｈ
Ｂ． Ｋｒａｕｓｅ， 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１９９９， ｐ． ２０９．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 ｐｐ． ４７－６０．

Ａｌｅｘ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ｅｓ 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ｏ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４， ｐ． ９５．

Ｊｕｒｇｅｎ Ｈａａｃｋｅ， ＡＳＥＡＮ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１３， ｐ． １．

Ａｇｅｒｉｃｏ Ｏ． Ｌａｃａｎｌａ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ＥＡＮ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 Ｐ． Ａｎ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 Ｑｕｉｓｕｍｂｉｎｇ， ｅｄｓ．， ＡＳＥ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Ｑｕｅｚｏｎ 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Ｌａｗ Ｃｅｎｔｒ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９８１， ｐ． ３９９．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ｅｇａｌ，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ｓｉａｎ ａｂｏｕ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Ｊｉｍ Ｒｏｌｆｅ， ｅｄ．， Ｕｎ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５， ｐ． １０７．

Ｌｅｅ Ｊｏｎｅｓ，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ｏｆ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Ｎｕｆｆｉｅｌ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Ｇｒｏｕ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ｒ．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８－２３．



海湾和东南亚地区安全进程的比较分析


看，国家的偏好、身份和利益往往通过“社会习得”，形成不同的“共有知识”。① 这些

“共有知识”反过来影响国家的行为方式，导致地区安全进程出现不同的走向。 （参
见图 ２）

图 ２　 海湾与东南亚的安全进程演进图： 因果与建构

１． 地区经济联系、军费水平与地区安全进程

分配型经济倾向于压制私人企业，减少国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竞争者，②这些国

·１９·

①

②

社会习得指国家偏好并不是国家所固有的，是通过社会化可以改变的。 国家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国
际体系建构的规则、原则、行为规范和共同信仰会塑造国家的行为逻辑。 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或相互关联

的知识，这种共有是社会意义上的。 无论共有知识是冲突性的还是合作性的，都同样是文化事实。 参见 ［美］
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９ 页；［美］亚历山

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１８－３２６ 页。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１，

１９８７， ｐｐ．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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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往往参与“以邻为壑”（ｂｅｇｇａｒ⁃ｔｈ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ｒ）的经济交换，限制了地区经济整合，这
在食利型经济中尤为明显。① 地区经济整合程度较低也造成地区局势的紧张。 相

反，生产型经济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需要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增长领域的新市场

与投资、为外资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② 这要求地区国家间推行“富邻政策”
（ｐｒｏｓｐｅｒ⁃ｔｈ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ｒ），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要更为紧密。 出口导向的生产型国家，在
生产领域也有更多的分工合作，地区贸易发达，有利于缓和地区局势。

地区经济形态不仅左右地区内国家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而且影响军费的多

寡。 保罗·科利尔（Ｐａｕｌ Ｃｏｌｌｉｅｒ）指出，一国的军费水平往往受到邻国军费的强烈影

响，造成“军备竞赛倍增”。③ 况且，无论武器本身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都可以用

来进行蓄意的战争或威胁要进行战争。④ 增长的军费无法遏制叛乱和内战⑤，无法

形成地区公共产品就会带来跨边界的消极外部影响。
２． 意识形态冲突与地区安全进程

地区内意识形态冲突往往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包括政治与社会制度之

争、宗教与教派之争、民族认同之争、国家认同与跨国认同之争等。 这些对立的意识

形态冲突形式一旦出现“跨国性”就会加深冲突的烈度。 地区经济发展形态会影响

到地区内意识形态冲突的烈度和转圜空间的大小。 地区内经济联系紧密、地区内贸

易依赖水平较高，政治家操控意识形态冲突跨国化的成本会提高，意识形态冲突的

跨国性会受到限制；地区内经济联系松散、彼此间经济互补性和依赖性较低，对立的

国家会支持各自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教派之争成为政治家实现其他目的的工

具，⑥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争因跨国性而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冲突的跨国性就会加剧。
此外，如果地区内的意识形态冲突方能够清晰界定，政治的归政治、民族的归民

族、宗教的归宗教，意识形态冲突重叠较少，意识形态冲突的转圜空间会比较大。 一

种意识形态冲突的解决意味着地区内一个不稳定因素的排除，有助于地区安全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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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 Ｌｙｎｃ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ｕｒｅｎ Ｂａｋｅｒ， ｅｄｓ．， Ｔｈｅ Ｇｕｌｆｓ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ａｎ． ５， ２０１６， ｐ． ３０， ｈｔｔｐ： ／ ／ ｐｏｍｅｐｓ．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ＰＯＭＥＰＳ＿ＢｒｉｅｆＢｏｏｋｌｅｔ２８＿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Ｗｅｂ．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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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缓和。 如果地区内的意识形态冲突方模糊，政治制度之争、教派之争、民族之争重

叠，意识形态冲突便更加难以解决，不利于缓和地区安全的紧张局势。
３． 域外大国“渗透”与地区安全进程

地区安全取决于地区内国家的互动，也受到域外大国的影响。 不同的地区经济

发展形态形成不同的互动模式，为大国渗透提供了不同的条件，使域外大国能以“覆
盖”（ｏｖｅｒｌａｙ）、“渗透”（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的方式与地区产生互动。① 覆盖是指大国利益超

过纯粹的渗透，达到主导一个地区的程度，以致当地的安全结构事实上已停止作

用。② “渗透”则是域外大国影响其他（次）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形式，当外部强权同

地区安全复合体内的国家建立安全联盟时，“渗透”就会发生。③

然而，渗透入地区的大国通常不止一个，“渗透”可进一步分为单线渗透和双线

渗透。 单线渗透指域外某一大国或大国集团与地区内的某些国家建立安全联盟或

实质性影响这些国家的安全行为。 双线渗透指域外战略利益不尽相同的两个大国

或大国集团分别与地区内的国家建立安全联盟或分别对这些国家的安全行为产生

实质性影响。 单线渗透实现了地区内一些国家的安全就会使得另一些国家处于不

安全的状态，加剧地区的紧张和冲突。 双线渗透情况下，如果渗透进地区内的域外

大国两方处于竞争、对抗的状态，会加剧地区紧张或者不稳定的状态；如果渗透进地

区内的域外大国两方关系处于竞争、缓和的状态，会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

三、 海湾地区安全进程： 撕裂与对抗的“冲突形态”

１９７１ 年阿联酋独立，使整个海湾地区的主权国家体系形成。 海湾国家彼此间的

安全联系不可分割，但地区安全进程的推进并不顺利。 １９７４ 年伊朗、１９７７ 年沙特和

１９７９ 年伊拉克先后提出建立海湾地区安全组织的建议，但都未实现。④ 本文试图利

用上文的解释框架对海湾地区安全进程的停滞作出解释。
（一） 地区内经济联系程度、军费水平与海湾地区安全进程

海湾国家经济以石油为主，常被称为“食利国家” （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⑤ 在这类国家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Ｏｌｅ Ｗａｅ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 ６１．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关于海湾国家推动地区进程的具体措施，参见 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Ｓｔａ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Ｗａｒ：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４， ｐｐ． １１８－１４９．

关于“食利国家”的讨论，参见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Ｍａｈｄａｖｉ，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ｒａｎ，” ｉｎ Ｍ． Ａ． Ｃｏｏｋ， 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ｐ． ４２８； Ｈａｚｅｍ Ｂｅｂｌａｗｉ， “Ｔｈｅ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Ｈａｚｅｍ Ｂｅｂｌａｗｉ ａｎｄ Ｇｉａｃｏｍｏ Ｌｕｃｉａｎｉ， ｅ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ＩＩ Ｔｈｅ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 １９８７， ｐｐ． ５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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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济依赖大量外部租金，国内生产部门不发达；小部分劳动力参与租金生产；政
府是外部租金的主要收取者。 相似的经济结构使彼此间难以开展密切的合作，海合

会国家间的区内贸易只占总贸易量的 ６．２％（２０１２）①，远低于东南亚 ２６％（２０１２）②的

区内贸易量，海合会国家与两伊的贸易量也并不可观。 低度的区内贸易降低了地区

内国家间对抗或冲突的成本。
地区整合往往不以发展地区经济为主要目的，早年海合会国家试图建立经济与

防务合作，但只在防务领域取得进展，③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和伊拉克的经济整合水平

则更低。 整个地区缺乏提升地区合作的动力，海合会有限的合作只是制度化和正式

化彼此间已经存在的互动。④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意图对外输出革命，海湾阿

拉伯国家出于恐惧支持萨达姆发动遏制伊朗的战争。⑤ １９９０ 年，伊拉克为缓解国内

经济制度危机和追求地区霸权，入侵科威特。 这两场战争对地区安全进程产生了巨

大影响，严重损害了地区合作的信任基础。
此外，海湾国家为维护制度稳定和国家安全，给予军事安全机构庞大的预算。

石油收入使海湾君主国无需依赖税收便可维持政府运转，出现了“不纳税，无代表”⑥

的现象，生产部门难以对高额的军事预算进行监督甚至否决。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

后，什叶派在伊拉克崛起，两伊关系日渐紧密，一个“什叶派新月带”开始在海湾地区

形成。⑦ 冷战后海湾和东南亚地区的军费水平较冷战时期都有所下降，但海合会国

家为了应对什叶派两伊的威胁，军费总量在伊拉克战争后明显增加。 海湾国家的军

费及军费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远高于第三世界其他地区（见表 １ 和表 ２）。 海湾国家拥

有大量石油地租又缺乏有效监督，军事预算的膨胀成为地区现象，带来战争威胁，加
剧了地区内部的紧张局势。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海合会国家区域内贸易规模超 ９００ 亿美元》，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 ／ ／ ａｅ．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４０９ ／ 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７４０７５９．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数据来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
２４３９７，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Ｓｔａ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Ｗａｒ：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 １１９．
Ｅｒｉｋ Ｒ．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

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１２１．
汪波：《伊朗建立波斯湾次区域安全秩序的设想和努力》，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４８ 页。
近年来学界关于自然资源租金与威权主义之间关系的探讨，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ｅｒｂ， “Ｎ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Ｒ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７， Ｎｏ． ３， ２００５， ｐｐ． ２９７－
３１６； Ｔｈａｄ Ｄｕｎｎｉｎｇ， Ｃｒｕｄ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５；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ｂ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 Ｍｅｎａｌｄｏ， “Ｄ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ｕｅ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０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２６．

汪波：《美国与伊朗构想的海湾安全秩序之争》，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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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海湾国家军费统计（左：ＧＤＰ 占比；右：军费总量 百万美元）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伊朗 ６％ １０９２ ５．３％ ４８７５ ３．２％ １６４７４ ２．５％ ８３２７ ３．２％ １３５６１

伊拉克 １１％ ４０１ ２．８％ ３７５ ４．８％ ６２３３

科威特 ２．４％ ６９ ３．３％ ９５１ ４８．５％ ８９６２ ７．２％ ２６９７ ３．８％ ４３３５

沙特 ９．４％ ４７２ １３％ ２０７２４ １４％ １６３５５ １０．６％ １９９６４ ８．６％ ４５２４５

阿联酋 ８．４％ ５８７６ ６．１％ １７５０５

卡塔尔 ７．９％ ６１７ １．５％ １８７７

阿曼 １９．９％ １７７８ １６．５％ １９３１ １０．８％ ２１０３ ８．３％ ４８９５

巴林 ５．７％ １１７８ ５．３％ ２３９ ４％ ３５９ ３．３％ ８４３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ＩＰＲＩ 数据自制。

（二） 意识形态冲突与海湾地区安全进程

海湾地区各种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加深了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性。 其中，最激烈

的莫过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斗争。 什叶派穆斯林占地区人口总数超过

６０％①，在阿拉伯半岛上则是逊尼派穆斯林数量占绝对优势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双
方矛盾尖锐并经教派跨国分布而加深。 伊朗支持伊拉克萨德尔（Ｓａｄｒ）、黎巴嫩真主

党等什叶派组织，沙特则支持伊拉克的逊尼派组织并主导“半岛之盾”行动进入巴

林，保护国王免受什叶派穆斯林的推翻。② 在分配型经济形态下，各国对各种教派组

织的资助数量庞大、缺乏监督，加深了意识形态冲突的跨国扩散。
国家认同薄弱影响着海湾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地区和平。 库尔德人是西亚地区

重要的族群，定居范围跨越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具有强烈的自治甚至独

立愿望。 一战以后，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就开始了反对英国和费萨尔王朝的武装斗

争。③ 伊朗也面临库尔德问题，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伊朗与伊拉克政府开始分别与对方

境内的库尔德反对派接触，支持对方国家的库尔德武装分离活动。
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作为一种跨国运动也加深了海湾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性。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大批沙特青年受到蛊惑放弃优越的生活，投身其他国家

的“圣战”运动。 阿富汗战争后，“圣战”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大批武装人员返回海

·５９·

①

②
③

Ｇｒａｈａｍ Ｅ． Ｆｕ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ｎｄ Ｒａｈｉｍ Ｆｒａｎｃｋｅ，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ｈｉａ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 １．

丁隆：《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３８ 页。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的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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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试图将美军赶出当地，①引发了 ２００２ 年沙特苏尔坦王子基地（Ｐｒｉｎｃｅ Ｓｕｌｔａｎ
Ａｉｒ Ｂａｓｅ）的袭击事件②。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库尔德人的分离运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张在海湾

地区的相互交织，使得任何一种冲突都难以单独解决，而地区内国家的碎片化状态

加剧了意识形态冲突的烈度。
（三） 域外大国渗透与海湾地区安全进程

海湾地区的大国渗透经历了从“单线渗透”到“对抗性双线渗透”，再回归“单线

渗透”的阶段。 从 １９５５ 年《巴格达条约》的签署到 １９５８ 年伊拉克革命，为抵御共产

主义和纳赛尔主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中东地区的扩散，伊拉克和伊朗、土耳

其曾短暂聚集于同一阵营之下。 这一时期，英美集团主导了对海湾地区的单线渗

透，海湾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满伊拉克，造成了海湾地区的分裂。
冷战初期，地区国家间的斗争仍占主导地位。③ １９５８ 年，以卡赛姆为首的“自由

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卡赛姆修复与苏联的关系，引起美

国的不满。 卡赛姆政权被推翻后，逐步掌权的萨达姆为获得苏联的军援，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苏联签订了《苏伊友好合作条约》。 美国在拉拢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同时，与
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保持盟友关系。 美苏在海湾地区形成“对抗性双线渗透”模式，使
冷战结构延伸到海湾，助长了两伊之间的既有冲突。 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因 １９７９ 年

的伊斯兰革命失去了伊朗，苏联因未给予伊拉克援助而被疏远，但美苏通过军售和

战略平衡依然对海湾地区的安全走向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冷战后，美国主导了对海湾地区的“单线渗透”。 出于对萨达姆政权的恐惧和对

伊朗的不信任，沙特和其他海湾小国纷纷通过军事合作向美国靠拢，获得美国的安

全保障。 海湾战争后，海合会国家继续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并向美国提供空军基地

两度袭击伊拉克④，加剧了地区政治的碎片化。 这种裂痕并没有因萨达姆政权倒台

而消失，海合会国家对什叶派主政的伊拉克依然排斥。 伊朗因发展核技术和支持地

区什叶派而与地区国家关系紧张，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美国峰

会”上抨击伊朗是地区恐怖主义和宗教冲突的主要责任方⑤，进一步助长了沙特等国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ｇｇｈａｍｍｅｒ， Ｊｉｈａｄ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１６５．

２００２ 年，从阿富汗回流的“圣战”分子在沙特空军基地附近发射了肩扛式地对空导弹，试图击落美军

战机，被沙特逮捕。
Ｆｒｅｄ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ｐｐ． ９８， １０１．
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 Ｓｔａ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Ｗａｒ：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ｐ． １３６．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ｕｍｍｉｔ，”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Ｍａｙ ２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２１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ｒａｂ⁃ｉｓｌａｍｉ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ｕｍｍｉ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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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伊朗态度。
在分配型经济发展形态下，海湾较低程度的经济联系、高水平的军费支出、交错

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域外大国的“对抗性渗透”模式（包括单线渗透和对抗的双线渗

透），造成了地区长期的矛盾冲突，助长了地区国家间的憎恨、恐惧、冲突等负面情

绪，塑造了地区国家的行为偏好。 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的安全机制难以建立，“自我”
和“他者”的区隔明显。 同时，地区组织海合会内部也矛盾重重，海合会对原则和规

范的内化非常有限，虽然对外强调主权原则，但在内部却存在卡塔尔和巴林、沙特的

领土纷争。 此外，海合会自建立初就着眼于排斥伊拉克、伊朗、也门等国，缺乏提升

地区合作的动力和长远目标，逐渐沦为沙特主导的对抗其他地区大国的工具，加剧

了地区安全进程的滞后。

四、 东南亚地区安全进程： 走向“安全共同体”

冷战期间，东南亚深嵌于冷战结构中，地区安全形态表现为对立和冲突。 游击

战、民族地方武装的叛乱、越南的地区霸权加重了地区安全困境。 冷战后，越、老、
柬、缅等国被纳入到东盟之中，随着生产型经济形态的确立，地区安全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地区安全机制初见端倪，并向建构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一） 地区内经济联系程度、军费水平与东南亚地区安全进程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多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 内向型的经济模式使得东南

亚各国的联系并不紧密，有限的合作是出于安全与政治的考量，而非促进地区经济

合作的意愿。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缅北问题、越南战争、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的领土争

端①等恶化了东南亚的安全形势。 由于客观安全形势的需要以及缺乏生产型部门制

约，东南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维持着高水平的军费开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东南亚国家普遍认识到进口替代的模式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

增长，可行的选择是转向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韩国和台湾的成功转型带动了东南亚

国家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普及。② 东南亚在维持进口替代的基础上，开始向出口导向

型的经济模式转变，能够实现转变主要基于以下现实：首先，东南亚没有类似海湾地

区丰富的石油，在进口替代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经济转向较容易。 其次，不同于大部

·７９·

①

②

关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领土争端，参见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Ｓ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ｐ． ４９．

Ｈｅｎｒｙ Ｊ． Ｂｒｕｔｏｎ， “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２， １９９８， ｐ． 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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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被殖民史国家的“强社会、弱国家”①属性，除菲律宾外（美西的殖民统治为菲律

宾留下了疲弱的中央政府和强势的地方势力），东南亚的“强国家”特性能够更有力

地压制地主以及劳工的反弹。 第三，美国的援助。② 在经济模式转向的过程中，东南

亚经历了越南入侵柬埔寨、国内共产主义游击战。 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

军事部门得到进一步强化。 由于生产性部门刚刚起步且难以形成地区规模，加之地

区局势紧张，地区国家军费开支依然比较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出口导向的生产型经济向纵深发展，进口替代和出口导

向的权重发生变化。 从 ８０ 年代的马来西亚、泰国到 ９０ 年代的菲律宾、印尼，东南亚

国家不仅在出口导向的部门，也在汽车制造等进口替代部门最大化利用外资。③ 越

南等国由于长期对外战争，军费开支在 ８０ 年代后期也难以为继，开始向生产型经济

转变。 生产型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广泛的生存空间，使工业部门从规模经济中获

益，地区合作是其重要目标。④ １９９２ 年，东盟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地区整合向更高

水平发展，地区内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战争和战争威胁的成本进一步提高。 与地

区整合和生产部门的增强相伴随的是地区内国家的军费水平显著降低（见表 ２），削
弱了军备竞赛和战争威胁的条件，为安全机制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表 ２　 东南亚国家军费统计（单位：百万美元）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越南 ７．９％ ５１２ ２．３％ ２６７２ ２．４％ ５０１７

新加坡 ５．４％ １０４ ４．６％ ５６０ ４．６％ １８０２ ４．５％ ４３３１ ３．４％ ８１０９

印尼 ２．９％ ２１１４ １．４％ １６１４ ０．７％ １１３０ ０．６％ ４６６３

泰国 ３．１％ ２１７ ４．２％ １３７３ ２．６％ ２２１４ １．５％ １８８１ １．６％ ４９６２

缅甸 ５．６％ １２３ ３．４％ ２０２ ３．４％ ８１４ ２．３％ ９０３１

菲律宾 ２．２％ １５５ ２．７％ ８７９ ２．１％ ９５１ １．６％ １３０３ １．２％ ２４３８

马来西亚 ５．２％ ２００ ４．２％ １０３６ ２．６％ １１２５ １．６％ １５３３ １．５％ ３８５４

柬埔寨 ２．１％ ２９．１ ２．２％ ８１ １．５％ １６８ １．８％ ３７０

·８９·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ｅｌ Ｓ． Ｍｉｇｄ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２５９．

Ｓｔｕｂｂ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ａｒ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ｏｒ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３， １９９９， ｐ． ３３４．

Ａｎｄｏ Ｍｉｔｓｕｙｏ ａｎｄ Ｆｕｋｕｎａｒｉ Ｋｉｍｕｒａ， “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ａｋａｔｏｓｈｉ Ｉｔｏ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Ｋ． Ｒｏｓｅ，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ＮＢＥＲ⁃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４，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７９－１８０．

Ｇｉａｃｏｍｏ Ｌｕｃｉａｎｉ，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ｖ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Ｈａｚｅｍ Ｂｅｂｌａｗｉ ａｎｄ
Ｇｉａｃｏｍｏ Ｌｕｃｉａｎｉ， ｅ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ＩＩ Ｔｈｅ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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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老挝 ０．８％ １３．７ ０．２％ １５．４

文莱 ６．４％ ２３１ ５．７％ ２４４ ３．２％ ３９１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ＳＩＰＲＩ 数据自制，左边一栏为 ＧＤＰ 占比，右边一栏为军费总量。

（二） 意识形态冲突形态与东南亚地区安全进程

东南亚的地区意识形态涉及政治、宗教、国家与民族认同之争，意识形态冲突烈

度并不低，但意识形态冲突重叠较少，意识形态冲突的转圜空间比较大。
一般认为，东南亚的宗教以温和伊斯兰教和爱好和平的佛教为主。 实际上，东

南亚的宗教暴力和冲突也相当激烈。 在一般大众眼中，佛教是一种非暴力的和平宗

教。 然而，佛教以各种角色参与暴力活动的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印象和认识。① 同

样，东南亚穆斯林假借宗教之名的暴力活动也屡见不鲜。 缅甸若开邦的佛教徒和穆

斯林（罗兴亚人）的冲突源自英属殖民时期，当时罗兴亚人控制了官僚机构和金融，
以强力手段驱逐若开人（佛教徒），引起反穆斯林骚乱。 缅甸独立后，一些缅甸僧侣

因宗教信仰和历史矛盾，对罗兴亚人进行了残酷的清洗和驱离。② 但地区内伊斯兰

国家没有以此干预缅甸内部族群和宗教冲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只是通过捐款

和提供安置点帮助罗兴亚难民。 东南亚国家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东盟一体化的发

展抑制了宗教冲突的跨国蔓延。③

除缅甸外，泰南四府也时有穆斯林与佛教徒的冲突。 泰南四府的穆斯林占多数

且临近信仰相同的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争取自治的武装斗争和恐怖袭击不断。 佛教

作为泰国传统政治—社会体制内重要一环，深度卷入泰国现代化进程中。④ 泰国现

代国家的合法性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佛教，庙宇和僧人在泰国有特殊地位，穆斯林往

往将其作为袭击目标来制造社会影响。 佛教徒则以“僧兵（ ｓｏｌｉｄｅｒ ｍｏｎｋ）”⑤的形式

攻击穆斯林，造成大量死伤。 在两国政府的管控下，这些冲突没有造成泰国佛教徒

与穆斯林的全面对抗，政府和南部穆斯林的和平对话也已经展开，泰南四府宗教冲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刘宇光：《佛教的宗教暴力：问题意识、案例与专著评介》，载《台大佛学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１ 期，第 １、
４ 页。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Ｋｕｈｎ， “Ａｒ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ｎｋ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ＮＰＲ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１７，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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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外溢的可能性不高。
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之争方面，缅甸政府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即“一个种族（缅

族）”、“一种语言（缅语）”和“一个宗教（佛教）”，这与少数民族“没有同化的自治”
要求存在较大差异①。 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分离活动不断。 但是，缅甸现代民

族国家方面的问题不牵涉其他东南亚国家。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存在的国家认同问

题，经由新加坡独立而告一段落。
东南亚国家意识形态之争最为激烈、跨国性最强的是政治之争。 冷战时期，社

会主义阵营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与东盟创始国形成对峙，壁垒分明。 缅甸、泰国、马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国内都面临游击战争的困扰，②地区局势紧张。 １９７５ 年越南入

侵柬埔寨，引起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恐惧，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加剧了东

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混乱。 政治之争虽然激烈并呈现跨国性特征，但它不掺杂宗教

冲突与族群对立。 一旦在内部遭到政府绞杀，在外部失去国际支持，这种意识形态

争斗很快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东南亚的意识形态冲突也呈现多种形式，但东南亚较高程度的经济联系限制了

意识形态冲突的跨国性。 另外，意识形态冲突重叠性不强，一种意识形态冲突的解

决意味着一个不稳定因素的排除，意识形态冲突的转圜空间较大。
（三） 域外大国渗透模式与东南亚地区安全进程

东南亚经历了从“对抗型双线渗透”到“缓和型双线渗透”的发展过程。 冷战初

期，东南亚壁垒分明，两大阵营在东南亚形成“对抗型双线渗透”。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苏矛盾尖锐化，中美建立战略同盟关系。 这一时期，越南受

到苏联的支持成为地区内的主要安全威胁，越南的地区黩武行为和中美关系的改

善，推动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间关系的缓和。 东南亚地区的大国渗透模式由先前两

大阵营之间的对抗性双线渗透变化为苏联与中美之间的对抗性双线渗透，尽管域外

渗透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但东南亚地区遭受域外大国双线渗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

现实并没有改变。
冷战后，随着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以

及两极格局的终结，东南亚获得了难得的地区安全机遇期。 美国继续和东南亚盟友

的双边军事协定，以地区安全的重要参与方的形式维持军事存在。 中国由于地理上

的毗邻及在南海问题上与东南亚的安全联动性，也是影响东南亚地区安全的重要外

部力量。 尽管中美双方在安全利益的界定、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安全手段的选择方面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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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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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分歧，①但中美仍在东南亚地区推行以缓和为主的政策。 中国承认美国在东南

亚的军事存在有其历史原因，不寻求与美国对抗，美国也不寻求通过军事联盟遏制

围堵中国。 中美在东南亚地区和缓的竞争为东南亚国家构建“规范共同体”、践行

“东盟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推动了地区安全进程的良性发展。
在生产型经济形态下，较高的经济联系水平、合理的军费开支、转圜空间较大的

意识形态斗争、域外大国的和缓双线渗透，缓解了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紧张，促使地区

安全环境从冷战时期的对抗转向冷战后的合作。 缓和的地区安全局势容易形成良

好的地区国家间信任、友好、合作的安全互动共识。 这种共识作为一种被广泛接受

的观念，成为建构东南亚国家利益和偏好的基础，使其地区安全行为超越了憎恨、威
胁和恐惧的束缚，推动地区安全进程朝着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五、 结论

海湾和东南亚存在诸多共性，但冷战后二者地区安全进程的发展路径却大相径

庭。 同为冷战期间冲突不断、受域外大国渗透、有殖民地历史记忆、文化宗教多元、
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秉持非西方价值观、民主程度较低的地区，海湾地区安全进程严

重滞后，东南亚则逐渐构建起地区安全机制并朝着安全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地区经济发展形态直接造成地区内国家间的联系程度和军费水平的不同，并影

响地区内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和域外大国渗透模式，地区安全进程在三个因素的综合

作用下出现不同的走向。 在分配型经济形态下，低水平的经济联系和高水平的军费

伴随转圜空间较小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对抗型的大国渗透，加剧了海湾局势的紧张，
塑造了不利的安全共识。 在生产型经济形态下，高水平的经济联系和低水平的军费

伴随着转圜空间较大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缓和型的大国渗透，缓解了东南亚地区的紧

张局势，塑造了有利的安全共识。 在东南亚地区，缓和的地区局势塑造了信任、友
好、合作的安全共识；在海湾地区，紧张的地区局势催生了憎恨、恐惧、威胁的安全共

识，这些共识反过来为构建地区国家的安全行为提供了认知基础，形成了地区安全

进程不同的演进路径。 海湾地区长期以来的紧张局势使得地区国家间的负面安全

认知指导着互不信任的国家安全行为，这些安全行为最终造成了海湾地区安全进程

的滞后。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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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潘忠岐：《与霸权相处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３８ 页。


